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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给员工及组织带来广泛且长时间的影响，探寻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成因很重要。

实施者方面，个体的某些人格特质、所处组织氛围及其领导行为都被证明能影响做出的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受害者方面，少数群体身份和不合作的人格特质是员工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主要原因。基

于现有研究和理论，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从行为实施者出发，考虑情绪因素对做出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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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incivility brings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harm in an extensive and long-term wa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ided explanations for the causes of inciv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victim. In terms of perpetrators,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organizational at-
mosphere and leadership behaviors may push people to act incivility. On the victim side, employees 
with minority identity and uncooperative personality traits may be vulnerable to incivility.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the incivility perpetrator and take affective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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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高效率、高竞争性的环境是工作场所不良行为发生的温床，其中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因其普遍

性及影响广泛性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随着高学历个体数量的增多，个体在工作场所中的不可替代性可

能会降低，另外，全球化趋势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社会中的个体呈现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离职再就

业的风险降低，为工作场所中发生不良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由于工作场所和社会规范影响，工作

场所中一些具有明显攻击意图、破坏性强的人际互动行为，如人际反生产工作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CWB)、越轨行为(Deviant Behavior)、侵犯行为(Aggression)和暴力(Violence)等，可以得到

约定约束。这种情况下，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Workplace Incivility)作为“一种对他人或目标造成伤害的

低强度越轨行为，该行为的意图通常模棱两可，而且与相互尊重的职场规范相违背”[1]值得关注。虽然

最初在西方的工作场所中得到发现，但在中国工作场所收集的数据同样表明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在中

国社会中的普遍性[2]。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员工的影响广泛，且影响的持续时间长，受到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的员工会遭受身体健康、幸福感、工作态度、绩效等个人健康和工作方面的伤害[3]。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不文明行为体验不仅可以致使旷工行为、工作退缩行为、工作参与度下降、离

职行为等[4]，还可以通过公正感的减少[5]，而使员工做出一系列报复性行为，如对实施者的反生产工作

行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6] [7]。另外，比起没有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员工，受到工作场所不文

明行为的员工对同事、上级、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都更低[8] [9]，组织承诺下降[10]。除了工作方面的后

果，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体验还会激起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如愤怒、害怕和悲伤，情绪耗竭，减少乐观

性及幸福感[4]，并通过压力传递及对生活满意度的损害完成跨领域的消极影响，如员工及其家人的家庭

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1]。 
鉴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给组织及个人带来的损害，寻找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成因十分重要。基

于现有研究(见表 1)和理论，本文将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两个角度出发，讨论工作场

所不文明行为的成因。 
 
Table 1. Empirical studies on antecedent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表 1.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前因变量实证研究 

层次 研究 前因变量 相关理论 

受害者 

Cotina et al., 2013 性别、种族 社会互动理论 

Welbourne et al., 2015 性别、种族 选择性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理论 

Di Marco et al.，2018 同性恋者身份  

Miner et al., 2014 有无子女  

Milam et al., 2009 宜人性、神经质 情绪事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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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害者 
Trudel & Reio, 2011 强制的冲突管理风格、合作的

冲突管理风格 
 

Taylor et al., 2012 感受到的角色压力 D-M 攻击理论 

实施者 

Walker et al., 2014; Meier & Gross, 2015; 
Harold & Holtz, 2015; Holm et al., 2015; 

Rosen et al., 2016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经历 公平理论、自我损耗理论、资源保

存理论、螺旋框架理论 

Holm et al., 2015 目睹同事的不文明行为  

Hashemi et al., 2018 工作压力 去个性化理论、资源保护理论 

Meier & Semmer, 2013 人际互惠的缺乏 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 

Birkeland & Nerstad, 2016 强制性工作热情 成就目标理论、自我决定理论 

Liu et al., 2009 个人成就导向 挫折估计理论 

Trudel & Reio, 2011 强制的冲突管理风格、合作的

冲突管理风格 
 

Kirk, Schutte, & Hine, 2011 表达–写作干预(负相关) 自我效能理论 

领导 

Laschinger et al., 2014 共鸣领导力(负相关)  

Harold & Holtz, 2015 消极领导行为 社会互动理论 

Walsh et al., 2018 魅力型领导(负相关)  

Qureshi & Hassan, 2019 真诚领导力(负相关) 社会学习理论、领导–成员交换理

论 

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2.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和测量 

2.1. 概念 

Anderson 和 Pearson (1999)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定义为“一种低强度的、伤害意图模糊的和违背组

织相互尊重规范的越轨行为。不文明行为的特征是粗鲁和不礼貌，表现出对他人的漠视”[1]。一般从两

个方面将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其他工作场所不当行为区分开：1)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是轻微的，在连

续性和强度比其他工作场所不当行为低；2)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伤害意图模糊，这是从实施者和受害

者两个角度意义上的——实施者无意或有意地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受害者不能确定体验到的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是否意图在伤害自己[12]。 

2.2. 测量 

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 (Instigated Incivility)量表 (Uncivil Workplace Behavior Questionnaire, 
UWBQ-I)由 Blau 和 Andersson (2005)根据 Cortina 等(2001)的 WIS 改编，量表包括 7 个项目，采用 Likert4
点计分量表，用于测量受访者做出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研究中建议删除两个项目变成 5 个项目的量

表，并使用 7 点计分方式[13]。有研究者采取了 Blau 和 Andersson (2005)的建议，在其研究中使用了 5 个

项目的 UWBQ-I，并使用 Likert7 点计分量表[14]，也有研究直接采用了 Blau & Andersson (2005)的 7 个项

目的量表，并采用 Likert4 点计分量表[6] [15]。 
体验到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Experienced Workplace Incivility)量表，Cortina 等 2001 年开发的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量表(Workplace Incivility Scale, WIS)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该量表以 7 个项目来意图测量

受害者过去 5 年中体验到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16]，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改变指示语或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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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中国的研究者基于文献和访谈研究编制的 17 个项目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量表包含“孤立疏远、

背后造谣、侵犯隐私、敌意对待、滥用权力”五个维度，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特点[17]。 
护士不文明行为量表(Nursing Incivility Scale, NIS)由 Guidroz 等(2010)开发，用于测量护士体验到的

总体不文明行为(9 个项目)、领导不文明行为(7 个项目)、医生不文明行为(7 个项目)、病患及其家属或探

望者不文明行为(9 个项目)，采用 Liker5 点量表，从 1 代表“完全不同意”到 5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

越高说明护士体验到的不文明行为越严重[18]。量表在对不同护士群体的研究中应用良好[19] [20] [21]。 

3. 实施者角度——做出不文明行为的原因 

首先，个体的某些人格特质使其容易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高水平强制性工作热情和个人成就

导向的员工进攻性和竞争性更高，在工作失意的时候，可能会采取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方式来重新获

取自信[22] [23]。另外，自恋特质也可能影响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研究表明，员工感受到的人际

互惠的缺乏会激发愤怒情绪，在自恋特质的影响下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24]。 
组织氛围也可能影响员工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如果个体处于一个不文明行为发生率高的环境中，

那么他/她更可能做出这种行为。根据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人们期待得到与自己努力对应的应得的报

酬，如果没有，则会感到不公平感[24]。研究指出，受到不文明行为之后，员工会体验到愤怒和厌恶等消

极情绪，公平感的缺失，自我控制能力下降，这种状态下，员工容易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6] [7]。如

果平常和客户的相处很文明，当客户对员工做出不文明行为的时候，员工会感到意外和震惊，反应比与

客户有日常不文明互动的员工更强烈，在敌意的促使下，会对客户做出不文明行为，这种效应在消极情

绪的条件下更强烈[25]。另外，组织的压力也可能促使员工做出不文明行为。根据压力–情绪–反生产行

为模型(Stress-Emotion-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s Model)，工作压力使得员工情绪耗竭，感到焦虑、沮丧

等消极情绪，为改善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员工会做出偏离行为来作为一种对能量和情绪耗竭的代偿反

应，这个模型在实施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上也得到了实证研究认证[26]。 
最后，员工做出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也有领导方面的影响。积极的领导行为是塑造员工行为的重

要因素，缺乏积极领导力的工作场所，组织规范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以至不能帮助员工表现良好的行为

规范，促生滋生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良好条件[27]。而鼓励员工参与的领导风格(Resonant Leadership)、
挑战员工超越自身需求，为团队谋福利的领导行为(Charismatic Leadership)和真诚型领导力是减少员工做

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有效方式[28] [29] [30]。 

4. 受害者角度——容易遭受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特征 

4.1. 社会身份方面的原因 

Cortina 等人(2013)提出，因为工作场所中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社会少数群体成员比社会多数群体成

员会更容易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并形成“选择性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理论”[31]，对性少数群体的

访谈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同性恋者在工作中受到了语言方面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但这些行为

没有涉及到性或性向方面，所以未被认为是性骚扰[32]。Welbourne 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与选择性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理论相悖，在美国南方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西班牙裔女性比白人男性受到更少的工作

场所不文明行为，他们通过西班牙文化中对关怀和同情的重视来解释这个研究结果[33]。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子女的员工会比无子女的员工受到更多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而在有子女的

员工中，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34]。Ridgeway 和 Correll (2004)提出，由于性别歧

视和刻板印象的存在，而母亲这一身份可能被视为女性刻板印象的极致以至于在工作中不被视为是工作

者，所以工作中的母亲会经受现为受到消极的区别对待的“母亲身份劣势或罚款”(motherhood penalty)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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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以由社会角色理论来解释，受人类长期繁衍过程中女性作为孕育工具的影响，在许多文化中，母

亲这一社会角色可能被期望在家孕育幼儿而不是出现在工作场所中，出现在工作场所中的母亲不符合人

们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预期，使人们感到冲突，为缓解冲突而对对方做出惩罚性行为。 

4.2. 人格特质方面的原因 

研究表明，宜人性低而神经质水平高的员工容易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36]。研究者认为，对于神

经质高的员工来说，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很困难，容易造成人际冲突，而宜人性低的员工表

现出的固执、不合作等特质也会使其更容易受到作为一种报复形式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36]。值得注意

的是，具有某些特质的员工可能对组织中的消极行为更敏感，会报告更多的不文明行为。例如，宜人性

低的员工更具有怀疑性，更有可能感知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36]。另外，感受到更多角色压力的员工也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更敏感，导致研究中报告了更多的不文明行经历[37]。最后，研究指出，比起强制

的冲突管理风格(关注个人目标，无视他人需求)，在冲突管理中更多考虑整体目标倾向合作的冲突管理风

格的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受到更少的不文明行为[38]。 

5. 总结和展望 

从行为实施者角度，个人成就导向和自恋等人格特质、工作压力大等组织特征给员工做出工作场所

不文明行为提供了良好条件，而一些积极的领导行为可以有效减少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发生。从行为

受害者角度，社会身份是使员工容易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自身人格特质和管理风

格也会影响受到的不文明行为。 
一味地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从行为实施者出发，寻找

员工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原因。情绪可能是影响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一个因素。根据 Cortina
等人(2013)的选择性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理论[31]，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群体

引起的多数群体的威胁感，即群际威胁。群际威胁包括现实、文化和认同的威胁，来源于对现实利益、

价值观和文化的竞争以及群体间比较，使得群体成员产生一系列消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导致如设法脱离

现属群体或者对外群体产生偏见等的群际行为和外群体态度[39]。目前对群际威胁感的研究通常通过对情

绪的研究实现，研究者们使用“生气”、“担心”、“害怕”、“恼怒”、“焦虑”这些体现威胁感的

典型情绪的测量来间接地实现对群际威胁感测量[40] [41]。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由群际威胁感体验到的消

极情绪理论上对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有预测作用。 
愤怒和焦虑可能是员工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原因。一般攻击模型(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理解攻击行为，认为一般攻击行为的发生有三个关键因素：人和情境

的输入、当前内在状态(即认知、情绪和唤起)、评估和决定[42]，说明情绪等当前内在状态以及认知评估

对人做出攻击行为的重要作用。愤怒情绪的原始作用就是为了给打击来犯者做好准备，研究也已经证明

愤怒情绪和攻击行为倾向的相关性[43]，说明愤怒情绪可能通过攻击行为倾向对个体做出工作场所不文明

行为产生影响。而焦虑情绪中的个体由于紧张，注意吸引到环境的威胁性信息上[44]，这可能导致两种结

果，一方面，为避免受到伤害，个体会做出回避反应，如此，焦虑情绪可能使员工对工作场所中的威胁

性和令其反感的刺激做出回避性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如忽视他人的观点，或将某人排斥在自己的社

交圈之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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